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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从汉代墓葬出土乐器看汉代礼乐制度之演变

陈　 艳　 　 　 乔　 军

摘　 要：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所见汉代乐器，可知汉代的礼乐制度继承了周代礼乐，但又具有自身的特征。 汉代礼

乐制度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明显大于经济、地域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西汉时期礼的等级更加森严，彰显君主专制和皇

权的无上权威。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尤其是武帝时期乐府的扩建及其职能的转变，汉
代乐的自然功能更加世俗化，注重乐为人享用，开辟了汉代雅俗并存、繁荣多元的音乐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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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礼乐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汉代绝非简单

地照抄前代，而是因时、因宜创造性地改善和传承：
既整理传承先秦之乐器及礼乐制度，以适应中央集

权和君主专制的政治形势，又在此基础上规范礼乐

制度，使礼乐等级更加森严，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思
想、审美以及时代的发展，东汉时期，礼乐的制度功

能逐渐弱化，乐的表现更加世俗化，乐为人用，形成

了后世礼乐文化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特征。 关于

汉代礼乐制度的研究，陈戌国先生在 《中国礼制

史·秦汉卷》一书中勾勒了两汉礼制的轮廓①，冯建

志所著《汉代音乐文化研究》则结合部分考古资料

和传统文献②，将两汉乐的发展进行了梳理，此外不

少学者均有论及，但是随着汉代考古成果的不断丰

富，仍有深入分析的必要，本文将结合汉代乐器考古

资料与相关的历史文献进行考证。

一、汉代墓葬出土乐器的特征

目前已发掘汉代墓葬几万余座③，墓葬等级包

括帝陵、王侯、中小官吏以及平民，已出土乐器及相

关音乐文物千余件④，考察汉代墓葬出土的乐器，从

其时代、种类、出土位置等来看，各有特征。
１．汉代出土乐器的特征

汉代墓葬出土乐器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乐器形制种类的差异，二是乐器组合的

差异。
首先，乐器种类的差异主要是指西汉至东汉时

期乐器种类不断增多，形制也有所变化。 西汉时期

墓葬出土的乐器既有礼制乐器，如铜编钟、编磬、编
勾鑃，或陶（木）质的模型钟磬，也有丝竹管弦类乐

器，如琴、瑟、筝、筑、排箫、笛，还有匏革类的如笙、
竽、建鼓、小鼓、悬鼓等。 西汉礼乐制度受周代礼乐

制度的影响较大，代表等级、权力的礼乐器钟磬占有

较大比重，尤其是高等级王侯墓葬出土的礼制乐器

更为显著。 如西汉早期洛庄汉墓 １４ 号乐器坑出土

有铜钮钟 １４ 件、甬钟 ５ 件、编磬 ６ 套（１０７ 件）等⑤，
南越王墓出土有铜钮钟 １４ 件、铜甬钟 ５ 件、编磬 １８
件及编勾鑃 ８ 件等⑥，西汉中晚期的海昏侯墓则出

土有铜钮钟 １４ 件、甬钟 １０ 件、铁编磬 １４ 件、铜铙 ４
件⑦。 东汉时期墓葬出土乐器形制和种类则有所变

化，礼制乐器数量减少，王侯以上高等级墓葬中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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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钟磬类乐器出土，已公布的材料中仅见河北北

庄汉墓出土铜铎 １ 件⑧，山东济宁肖王庄一号墓出

土陶钮钟 ３ 件⑨，安阳西高穴曹操墓残存石磬 １ 件

和铜铃 ３ 件⑩。 中小型墓葬则出土了大量的乐舞画

像和乐舞俑，其描绘的乐器以弹拨类和鼓吹类为主，
弹拨类乐器如琴、瑟、筝、箜篌、琵琶等，鼓吹类乐器

如建鼓、盘鼓、笙、竽、胡笳、筚篥、排箫、埙等，如河南

唐河针织厂画像石墓，乐舞画像内容所见乐器有抚

琴、鼓瑟、吹埙、吹箫、建鼓，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

壁画墓，墓室西壁为乐舞画像，所奏乐器有箫、琴、
鼗、笛，另有舞伎表演踏鼓舞等。这一变化说明，东
汉时期礼乐制度已经大为衰落，随葬品生活化、从俗

性的特征显著，乐器种类亦呈现出模型化和生活化

的特征。
其次，乐器组合的差异，主要表现是西汉墓葬出

土的礼制乐器钟磬组合所占比重较大，而东汉时期

墓葬出土的钟磬组合则急剧减少，丝竹之乐和鼓吹

之乐组合普遍增多。 西汉时期以钟磬组合为代表的

金石礼制乐器所占比重较大，诸侯王及列侯墓葬中

均有各种材质的钟磬组合随葬。 如洛庄汉墓出土的

甬钟 ５ 件＋钮钟 １４ 件以及编磬 １０７ 件，广州南越

王墓出土甬钟 ５ 件＋钮钟 １４ 件＋石磬 １８ 件及铜钩鑃

８ 件，盱眙大云山汉墓随葬实用钟磬甬钟 ５ 件＋钮
钟 １４ 件＋编磬 ２０ 件以及明器钟磬 ３ 套，列侯墓如

阜阳双古堆一号墓出土陶编镈 ５ 件＋陶钮钟 ９ 件＋
陶磬 ２０ 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木编钟 １０ 件＋木编

磬 １０ 件，等等。 西汉时期无论是实用的青铜钟

磬，抑或是陶、木制的模型钟磬，尽管其组合配置渐

趋不完整，器物形制也趋于退化以至于模型化、明器

化，但以钟磬组合为代表的金石礼制乐器仍占有相

当大的比重。 东汉时期钟磬组合类礼制乐器的数量

急剧减少，迄今考古所见随葬实用或模型钟磬组合

的仅有两例，即东汉早期的山东济宁肖王庄 Ｍ１（任
城孝王刘尚），残存有灰陶钮钟 ３ 件，以及东汉晚

期的安阳西高穴曹操墓残存的石磬 １ 件。 在汉代

乐舞画像或乐舞俑中已不见成编列使用的钟磬，如
山东沂南北寨乐舞百戏画像中为 １ 人执槌击编镈钟

２ 件和 １ 人击编磬 ４ 件，徐州汉画像艺术馆展示的

铜山东汉元和三年画像石墓，一图中 １ 人执槌击磬

３ 件、１ 人执槌击钟 １ 件，南阳草店东汉墓建鼓画

像有钟 １ 件，南阳七里园东汉建鼓画像有乐钟 １
件，南阳军帐营东汉建鼓画像有钟 １ 件，等等，

考古所见东汉时期的钟磬多为单个或两三个使用，
在乐队中处于不显著的编配地位，且多与建鼓相配

合使用。
东汉时期，琴、瑟、笛、箫等为代表的丝竹弹拨类

乐器组合明显增多，以各类鼓为代表的鼓吹乐的兴

起尤为显著，而这些富于旋律和节奏感乐器的盛行

反映了汉代社会审美观念的变化。 从汉代考古出土

的乐器资料来看，金石之乐并未完全衰落，与丝竹新

声有一个交融并存的发展过程。 礼制金石乐器逐渐

为最高统治者所使用，应用于汉代各种礼仪活动中。
而音乐表现力更强的丝竹鼓吹乐，则取代金石重器

的主要地位，广泛应用于汉代社会日常生活中，形成

了乐器组合由重向轻、乐队由大向小的转变，音色表

现上是以富于旋律、节奏明快的丝竹等类乐器组合

为主。
２．汉代墓葬乐器的出土位置

汉代墓葬中乐器出土位置与墓主生前身份地位

及经济实力密切相关。 从目前考古材料看，汉代帝

王、诸侯王或王朝重臣多采用外藏形式，即主墓外置

大型的各类陪葬坑或椁室内的外藏椁，如洛庄汉墓

周围有各种陪葬坑和祭祀坑近 ３０ 个，其中 １４ 号陪

葬坑为乐器坑，出土有钟、磬、錞于、钲、铃、琴、瑟、
竽、笙、建鼓等金石丝竹类乐器。临淄大武汉墓的

３ 号陪葬坑出土有铜錞于和铜钲。 西汉中晚期的

西安凤栖原张安世墓出土 ５ 件青铜甬钟，分别位于

不同的甲士俑军阵丛葬坑内。盱眙大云山江都王

刘非墓，主椁室外东、西回廊出土有实用钟、磬、琴、
瑟及明器铜编钟。海昏侯墓在主椁室外的回廊型

藏椁中，随葬有钟、磬、琴、瑟等实用乐器。洛庄汉

墓墓主身份为吕王，临淄大武墓主为齐王，大云山墓

主为江都王，均为王侯等级，而列侯及其以下等级乐

器出土位置基本为内藏椁，即置于头厢、边厢或是椁

室内。 如马王堆 １ 号墓随葬乐器分别在椁室的边厢

内，沅陵虎溪山沅陵侯吴阳墓在头厢、北边厢置有

陶制钟磬和漆瑟。

根据乐器出土位置、功能分区及同出器物的演

变来看，西汉时期的王侯墓葬随葬乐器既有外藏又

有内藏形式，东汉时期则以内藏为主。 汉代无论是

高等级王侯墓亦或是中小型墓，随葬乐器总体演变

趋势是从墓室外转向墓室之内，呈现出由先秦浓重

的礼制等级色彩到崇奢享乐的演变趋势，这与汉代

“墓葬形制演变的总规律———宅第化的趋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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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葬品变化的主旋律———生活化的趋势”的演变

规律正相符合。
３．汉代墓葬出土乐器的地域特征

两汉时期墓葬出土乐器的类型、形制表现出较

为明显的地域特征，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

境有关。
首先是政治中心地区墓葬出土的乐器多为礼制

乐器。 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带是西汉的政治文化

中心，这一地区上至帝陵、列侯及贵族墓，下到中小

型官吏墓葬，均见有实用或模型乐器随葬。 如咸阳

杨家湾汉墓出土的陶钟磬，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墓

出土 １０ 件陶钮钟，薄太后陪葬墓出土彩绘陶甬钟

５ 件、陶钮钟 ９ 件，阳陵陪葬墓出土的陶甬钟、钮
钟。

汉代分封至各地的诸侯王墓葬，随葬乐器也多

以礼制乐器为主，如徐州北洞山楚王墓虽被盗扰，但
残存有铜钮钟 ３ 件和编磬 １４ 件，青州香山菑川王

墓残存鎏金铜甬钟 ４ 件、鎏金铜钮钟 ８ 件，江苏仪

征张集团山西汉墓残存有陶钮钟 ９ 件、陶编磬 １２
件。

其次，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墓葬出土乐器带有明

显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特色。 如扁体瘦长的“巴钟”，
主要出土于古代巴人活动的中心地带，即现今鄂西

清江流域、川东湘西一带，以巴族人使用为主。 与中

原地区周制编钟形制明显不同的羊角钟，主要分布

于云南和广西地区，湖南、贵州亦有零星发现，为古

代百濮、越族活动区域。 再如巴式錞于，顶部盘内钮

多为虎钮，且多饰有船纹、鱼纹、鸟纹及椎形人面纹，
均为典型的巴蜀符号和纹饰，主要集中在川东、鄂
西、湘西和黔东北等交界地带，与《华阳国志·巴

志》所说“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
极黔涪”大致相当，为巴文化特有的代表器物。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地经济和文化联系密切，
各民族文化日益融合，如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的

建鼓乐舞，云南、贵州出土的各种抚琴、鼓瑟、吹
笛、击鼓等乐俑，与中原地区的风格基本一致，多
是以琴、瑟、竽、笙为代表的“丝竹乐”和鼓、笛、箫、
笳等为代表的“鼓吹乐”，汉统治疆域内各地的乐器

文化呈现出了强烈统一性的特点，这与汉文化多元

一体化的进程是趋于一致的。
４．汉代金石钟磬的音列特征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尤其是洛庄汉墓、

大云山汉墓以及海昏侯墓出土的金石钟磬等礼制乐

器，使得汉代无礼乐重器、钟磬乐衰落消亡的传统观

点受到了挑战，为我们重新审视汉代礼乐制度的历

史原貌提供了实物资料。
目前考古所见汉代王侯墓中有洛庄汉墓、南越

王墓、大云山汉墓、海昏侯墓编钟为实用乐器，钟磬

乐悬配置完整，与先秦编钟瘦长清秀的形制明显不

同。 这四墓出土编钟钟体均矮胖浑圆，铣部外侈，于
口弧曲较大，编列配置前三个都是 ５ 件甬钟＋１４ 件

钮钟的组合形式，海昏侯墓是 １４ 件钮钟和 １０ 件甬

钟，多了一个 ５ 件组的甬钟，而出土的 ４ 件钟簴和 ２
件磬簴则能证明这两堵编钟和另一堵铁编磬为完整

编列，正可以构成《周礼》所载的轩悬。 而编磬形制

上很接近，均为倨背，弧底凸五边形，倨句角度较大，
倨句有穿孔，鼓部稍窄长，股部稍宽短，鼓股大致接

近《考工记》所载“股二鼓三”的比例。
研究人员对洛庄汉墓钟磬、南越王墓编钟

以及大云山汉墓钟磬进行过测音，对海昏侯墓编

钟进行了简单的测音。 研究发现，这几组王侯墓

编钟音列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均为由宫、商、角、变
徵、徵、羽、变宫七声构成的正声音阶，甬钟音列起于

“宫”，钮钟音列起于“宫”、止于“羽”，恰与《史记·
乐书》所提倡的“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宫为君，商
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的观点吻合。 汉代

墓葬出土的礼制乐器表现出其礼制规范突显，但其

整体变化音不多、较为单一，音阶形式非常统一，旋
宫转调的性能和音乐的丰富多样性明显逊色于先秦

钟磬。 从几座汉墓的年代来看，洛庄汉墓时代为公

元前 １８６ 年，大云山汉墓为公元前 １２７ 年，南越王墓

为公元前 １２２ 年，海昏侯墓为公元前 ５９ 年，说明至

迟在西汉晚期，金石钟磬类的礼乐重器依然存在，尚
未衰落消亡。 与春秋战国时期金石之乐发展的繁荣

鼎盛相比，汉代钟磬之乐在汉代礼乐中所占的比重

相对较轻，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二、汉代礼乐制度的演变

从汉代出土墓葬中的乐器来看，汉代礼乐制度

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过程，即由西汉时期的等级

鲜明、彰显礼制演变为东汉时期的世俗享乐、强调乐

为人用。
１．西汉时期：等级森严、礼制鲜明

汉初统治者非常重视制礼作乐，高祖“颇采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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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与秦仪杂就之”，制定出一套可供朝廷使用的礼

仪规范，如《汉书·礼乐志》载“高张四县，乐充宫

廷”，说明汉代宫廷中的礼制钟磬乐器沿袭了周代

礼乐制中“宫悬”的基本制式，《后汉书·礼仪志》记
载东汉皇帝随葬乐器有“钟十六，无虡。 镈四，无
虡。 磬十六，无虡。 埙一，箫四，笙一，篪一，柷一，敔
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

近年来考古出土的汉代乐器资料日益丰富，出
土乐器的种类、数量、类型日渐增多，为揭示西汉时

期礼乐制度的历史原貌提供了实物资料。 西汉出土

的乐器考古资料呈现出鲜明的等级性，尤其是在西

汉高等级墓葬中表现尤为突出。
西汉诸侯王等级墓葬规模大，随葬乐器相当丰

富。 洛庄汉墓乐器坑，有木瑟 ７ 件、琴 １ 件、悬鼓 ２
套、建鼓 １ 套、小鼓 ４ 件、竽和錞于各 １ 件、钲 １ 件、
铃 １ 件、铜串铃 ８ 件、编钟 １９ 件、编磬 ６ 套计 １０７ 件

以及乐舞俑 ２２ 件，共计 １４０ 多件乐器。广州南越

王墓出土乐器有编钟、编勾鑃、编磬、铎、钲、摇响器

等共计 １３８ 件乐器及相关音乐文物。大云山汉墓

出土錞于 ２ 件、铜钲 ２ 件、铜铃 ５ 件、实用编钟 １９ 件

及神兽座 ２ 件、琉璃编磬 ２０ 件、明器编钟 ３ 套约 ６０
件、陶编磬 ２２ 件、琴轸 ４ 件、瑟柱 １９ 件等百余件乐

器及相关构件。西汉晚期至东汉，诸侯王墓礼制乐

器骤减，仅见山东济宁肖王庄东汉任城孝王墓残存

有做工粗糙的陶钮钟 ３ 件。
汉代列侯等级墓葬随葬乐器无论是种类还是数

量均大大减少，明显逊色于诸侯王墓。 列侯墓随葬

有实用的丝竹管弦类乐器如琴、瑟、竽、笙等，大型的

青铜乐器如甬钟、钮钟等几乎不见随葬，礼制乐器钟

磬均为陶质或木质的模型明器，基本不见鼓类乐器

随葬，仅西南的贵县罗泊湾墓随葬有铜鼓及木鼓。
南方如长沙马王堆汉墓、阜阳汝阴侯墓、沅陵虎溪山

１ 号汉墓、江苏泗水陈墩汉墓， 多有漆木乐器如

瑟、琴、筑、竽、笙等丝竹类乐器随葬。
西汉时期，诸侯王国同制京师，拥有独立的政

治、经济特权，可以自置吏、得赋敛，因此诸侯王等级

墓葬随葬有表示等级尊卑的礼制乐器。 汉武帝时

期，采取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儒

家思想为主导，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等级秩序，彰显天

子独尊的威严，强调中央对地方的绝对管理。 表现

在考古出土汉代乐器上，则是从西汉晚期至东汉，高
等级王侯墓葬中以钟磬为代表的礼制乐器开始迅速

消亡，明贵贱、别等序的礼制钟磬亦逐渐成为最高统

治者天子的专享与象征，强调君尊臣卑、皇权至高无

上。 从文献亦能印证，如汉光武帝刘秀，封鲁王兴为

北海王，并特别赐给“虎贲、旄头、钟虡之乐”，东
海恭王刘彊为光武帝郭皇后所生，“帝以彊废不以

过，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兼食鲁郡，合二十九县。
赐虎贲旄头，宫殿设钟虡之县，拟于乘舆”。 东汉

时期，地位仅次于帝王的诸侯王，其所使用的钟磬礼

制乐器、虎贲旄头等仍须由天子所赐才能拥有使用。
由上可知，汉初制礼作乐的渊源虽为宗周礼乐，

然又不拘泥于儒家礼乐思想和古礼制规范，有因袭

亦有革新。 汉代礼制乐器鲜明的等级性及金石钟磬

的兴衰消长，包含着复杂的历史动因和社会背景，然
究其演变，则与汉代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强化的政

治大一统趋势相一致。 无论是王侯墓礼乐器随葬多

寡的演变及礼制钟磬的兴衰，抑或是起于宫、止于羽

的音律关系，都更加突出了等级的森严，其尊君抑

臣、君上臣下的礼制观念尤为彰显和突出。 政治因

素对汉代礼乐制度及音乐文化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２．东汉时期：乐为人用、世俗享乐

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指出上古圣王制礼

举乐的目的，并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而是

“将欲为治也。 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

两汉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恢复、社会的发展，各阶

层的思想意识和审美价值亦发生重大变化。 与东周

繁荣辉煌的钟磬雅乐相比，汉初以钟磬代表的传统

礼制雅乐趋于僵化，虽能铿锵鼓舞，但不能晓其义，
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这种呆板僵化的古乐是不

符合社会变革和时代发展需求的，已不适合汉代社

会发展的潮流和审美。
汉武帝时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

秦、楚之讴”，朝廷又任命善为新声的李延年为协律

都尉，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
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乐府的设置和职能

的扩建，广泛地采集赵、代、秦、楚等地方的民间谣

讴，民间俗乐大量进入国家的礼乐体系，并根据社会

变革及音乐文化自身发展的多元需求加以改造创

新，使得官方的雅乐与民间的俗乐相互交融，促进了

汉代社会世俗音乐生活的繁荣发展，形成了汉代雅

俗交融、相互并存的音乐文化面貌。 同时汉代礼乐

的功能亦悄然转变，乐不再局限于原始的祈神致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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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天祀地，摆脱了神秘庄严的等级限制，开始注重乐

为人用，逐步走向日常社会、融入世俗生活，开始表

现自身精神风貌、表达个人的情感追求等。
无论是考古所见汉代乐器资料，还是文献所载，

均能看到东汉时期乐的日益生活化、从俗性的特点。
汉墓所出土的大量的汉代乐舞百戏俑、乐舞画像，可
以说是汉代社会世俗娱乐的代表性资料。 汉代乐舞

百戏俑或乐舞画像绝大多数都出土于汉代中小型墓

葬，高等级墓葬如帝陵、诸侯王及列侯墓葬中很少出

土。 东汉时期乐器种类、组合及音乐形式与西汉有

显著区别，乐器种类增多，尤以丝竹之乐和鼓吹之乐

最为显著，而丝竹乐和鼓吹乐又是汉代俗乐发展的

重要代表。

琴、瑟、筝、琵琶等丝类乐器，音色优美细腻、节
奏明快，竽、笙、排箫、胡笳等竹类乐器，音质绵柔悠

长、旋律连贯，丝竹之乐节奏优美富于音乐表现力，
在汉代乐舞画像及乐舞俑中均有大量出土。 河南、
江苏、陕西、四川等地出土的大量东汉乐舞俑，常见

鼓瑟、抚琴俑与吹竽、排箫、笙、笛俑的组合，而河南、
山东、江苏、陕西、四川等地所见的汉代乐舞画像中，
这种组合更是数量丰富，不胜枚举。 如南阳王寨东

汉乐舞画像石墓出土的乐舞画像中，乐人有吹箫、
埙、长笛、鼓瑟等，有 １ 人讴歌，江苏邳县白山东汉

画像石墓所见的画像，为 １ 人抚琴、１ 人吹竽、１ 人执

节而歌，四川资阳县东汉墓出土的 ６ 件奏乐歌唱

乐俑，其中击鼓俑 １ 人，边击鼓边呈歌唱状，鼓瑟俑

１ 人双手抚瑟，头高抬张口歌唱，另抚琴俑 ２ 人边弹

边唱，这都是由击节者领唱，其他奏乐者和而歌之

的相和歌的表现形式。
东汉时期乐的从俗性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鼓吹

乐的兴起与流行。 据蔡邕在《礼乐志》中记载汉乐

四品，一是大予乐，二是周颂雅乐，三是黄门鼓吹，四
是短箫铙歌，其中黄门鼓吹和短箫铙歌都是鼓吹

乐，可见鼓吹乐在汉代礼乐中的重要地位。 鼓吹乐

兴起后广泛应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统治阶级

用在朝会、出行、祭祀、宴饮等场合或仪式中以炫耀

威风、宣扬功德等，如东汉在册封皇后时，“皇后伏，
起拜，称臣妾。 讫，黄门鼓吹三通”。 同时又可将

鼓吹乐作为一种赏赐，如汉顺帝时，乐浪王觐见天

子，顺帝赐给其“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 地

方官吏、豪强富民也常常将鼓吹乐用于宴饮娱乐、日
常出行、广场活动等，如成都天回山崖墓出土的说唱

击鼓俑、吹排箫、笙俑、抚琴俑，这些鼓吹乐俑神态

活泼，特色尤为鲜明。
同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外之间的各种交

流开始频繁，西域的乐器如胡笳、筚篥、羌笛、竖箜

篌、曲项琵琶等渐入中国，使得鼓吹乐的形式更加丰

富多样。 出土于四川新都东汉墓的鼓吹画像砖，内
容为一骆驼背上有 ２ 胡人击奏建鼓，２ 胡人骑马吹

竽、排箫，成都青杠坡 ３ 号东汉墓出土的鼓吹画像

石，６ 吏骑马所持乐器有鼓、笳、铙、排箫，正是中

外音乐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汉代鼓吹乐的发展流

行，无论是单独演奏还是组合演奏，亦或是配合乐

队，既能融于旋律又可强化节奏，渲染气氛，具有更

强烈的震撼效果和丰富的音乐表现力，这种乐器组

合及音乐特色，不仅确立了中国鼓吹乐的形式，也对

后世的鼓吹乐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汉代乐舞画像、乐舞百戏俑中的器乐组合、乐

队配置以及演出场所等内容，可以看出，丝竹乐和鼓

吹乐之类的乐器种类可多可少，乐队的配置可大可

小，可单独演奏，也可以在室内、广场、庭院等不同的

场所演奏，其体量轻巧便于移动，深受汉代不同社会

阶层的喜爱。 如汉元帝不但擅长鼓琴瑟、雅吹洞箫，
还能创作乐曲，“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声歌，
分刌节度，穷极幼眇”，东汉桓帝尤好俗乐，“善琴

笙”，东汉著名的经学家马融，“鼓琴，好吹笛，达
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 不但统治阶级喜好俗

乐，王公贵族、豪强富民等亦无不以此为乐，《盐铁

论·散不足》记载了汉代社会富民奢侈享乐的行

为，如富者“椎牛击鼓，戏倡舞像”，“钟鼓五乐，歌儿

数曹”，中者“鼓瑟吹笙”，“鸣竽调瑟，郑舞赵讴”，举
办丧礼亦是“歌舞俳优，连笑伎戏”。

三、汉代乐器形制、功能转变原因探析

西汉时期，钟磬礼制的特点明显，到了东汉时

期，乐器功能日趋生活化、从俗性特点显著，乐器功

能由礼至俗的转换，有着复杂的历史动因和社会背

景，具体分析如下。
１．统治阶级身份构成的变化

汉初统治集团大多来自社会中下层，如刘邦为

楚地平民，任过秦的亭长，萧何在秦时只是个基层的

刀笔小吏。 周代的雅乐在汉代并不能吸引统治阶层

的兴趣，如“今汉郊庙诗歌，为有祖宗之事，八音调

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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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以郑声施于朝廷”。 对于新兴统治者来说，周代

呆板僵化的古乐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已不适合

汉代社会发展的潮流和审美。
见于汉代乐器考古资料，则是金石钟磬等礼乐

重器的日趋减少。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重器的种类

有甬钟＋钮钟＋镈钟＋编磬，数量组合亦是非常丰富，
如曾侯乙墓编钟就有 ６５ 件之多，分三层八组悬挂于

曲尺形的钟架上，钮钟 １９ 件，甬钟 ４５ 件，镈钟 １ 件，
最大的钟重量达 ２０３． ６ 千克，最小的钟有 ２． ４ 千

克。考古所见汉代钟磬，其组合均为甬钟＋钮钟＋
编磬的配置，不见形制巨大、音响性能逊色的镈钟。
与先秦编钟形体瘦长、厚重高大、纹饰繁缛神秘相

比，汉代编钟形体矮胖、轻盈小巧，不见通体遍布的

装饰纹饰，整体重量轻且形体小，便于移动，能在不

同的地点或场合演奏，而从音乐性能上看，钟体小则

其延音就短，不见绵长悠远的回音，发音清脆悦耳，
编钟的节奏感和旋律性增强，可以演奏节奏明快的

乐曲，演奏古乐时使人昏昏欲睡的情况会有很大的

改变。
２．庄园经济的兴起

东汉统治集团核心基本都是地主兼商人的身

份，形成了官僚、地主、富农为一体的豪强地主专

政。豪强地主势力膨胀，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如刘

秀母舅樊重，其所自营的田庄， “世善农稼，好货

殖”，“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
故能上下勠力，财利岁倍。 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

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 又池

渔牧畜，有求必给。 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

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

巨万”。庄园经济可谓是“集农、林、牧、副、渔业及

手工业等为一体的经济模式，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

组织”，田庄不但种植各种农作物，还有蔬菜、经济

作物、各种植物等等，豢养牛、马、猪等牲畜，而手工

业亦是包罗万象，庄园的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

均可在集市上出售，还设有大学、小学。 东汉时期豪

强地主的庄园规模和数量急剧扩张，在汉代社会经

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种既能满足自身生产

生活需求、又追财求利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当时的音

乐应该是世俗务实的，注重对物质、精神生活的追求

和享受。 考古所见东汉时代的各种陶楼、院落、坞堡

及各种陶俑如仓、灶、井、风车、猪圈等，以及墓葬画

像，都是东汉庄园经济生活的反映。 时代为东汉晚

期的河南灵宝张湾 ５ 号汉墓出土的三层庑殿陶楼，
最底层为乐舞娱乐场景，１ 俑吹排箫，１ 俑吹竖笛，１
俑吹埙，１ 俑抚琴，１ 俑作长袖舞。山东沂南北寨乐

舞百戏画像石，表演内容有飞丸、都卢寻撞、七盘

舞、建鼓舞等十余种艺术形式，乐队组合排列有序，
所演奏乐器有钟、磬、瑟、笙、埙、排箫、鼓等，整个画

像集歌、乐、舞、百戏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无不展

示着世间生活的饱满热闹、现实生产、生活的乐趣。
３．汉代各类教育体系的建立完善

武帝时期设立太学置博士弟子，东汉光武帝在

洛阳修建博士舍及讲堂，吸引众多学士云集京师。
除太学外，还设立了培养文学艺术人才的鸿都门学，
建立主要从事宫中幼儿教育和提高宫人知识水平的

官邸学，还开设四姓小侯学。 除了中央的太学、官邸

学等，各郡国有郡国学，地方上则设有郡、县、乡、聚
四个级别的普通教育机构，相对应为学、校、庠、序。
同时汉代允许学者自办“私学”，收徒讲学，私学极

为兴盛。 与此同时，汉代民间的基础教育也非常普

及，根据成书于东汉时期的《四民月令》记载，汉代

乡村学校幼童入小学的情况，“正月之朔”，“农事未

起，命成童已上入大学，学《五经》。 砚冰释，命幼童

入小学，学篇章。 篇章，谓《六甲》 《九九》 《急就》
《三仓》之属”，即便是贫穷出身也有上学的权利，
“贫子冬日乃得学书”。

汉代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健全，出现了“四海之

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局面，普通民众接受教

育的程度提高，社会整体的文化水平有所改善。 这

为汉代音乐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机构保障和广泛的社

会基础，上至统治阶级，下到寻常百姓，学习音律、喜
好音乐之风盛行。 汉元帝擅于鼓琴瑟，吹洞箫，汉桓

帝擅长弹琴吹笙，太学诸生则“雅吹击磬”，马融“善
鼓琴，好吹笛”， 蔡邕更是妙操音律、擅长鼓琴，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

书”，此类记载不胜枚举。 考古所见汉代乐舞画

像、乐舞俑材料非常丰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由于

汉代社会教育的普及，大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不同阶

层的人民都可以参与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去。
４．丝绸之路的开辟

为抵御匈奴、消除对北方及都城长安的威胁，建
元三年（前 １３８）、元狩四年（前 １１９）武帝两次派张

骞出使西域，打破了汉与西域诸国封闭的格局，“于
是西域诸国始通于汉矣”。 丝绸之路的开通，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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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之间架起了交流的桥梁，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政治、
经济、文化互动频繁，中外之间以“更大的规模、更
壮丽的声势”开始了全方位的交流。 文化的碰撞

使得各民族之间在音乐文化上的交融日益紧密，西
域沿线的音乐舞蹈、外来乐器如胡笳、筚篥、曲项琵

琶等渐入中国并广泛流行，促进了汉代社会生活的

丰富繁荣。 翦伯赞先生认为，汉代音乐文化和歌舞

艺术的转折点为汉武帝时期，随着张博望凿空西域，
丝绸之路开通，西域、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互动频

繁，特别是部分新乐器的传入和使用，音乐艺术必定

要受到其影响而产生诸多的改变，“自此以后，迄于

东汉之末，西域之道畅通，西域的乐曲，不断地传入

中原，于是在中原地区古典的音乐中，注入了新的声

律，从而又改变了中国古典歌舞的场面”。 如史籍

中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箜篌、
胡饭、胡笛、胡舞”，蔡文姬为南匈奴左贤王俘虏，
后感伤乱离作赋二章，其中描述了乐器胡笳“胡笳

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 乐人兴兮弹琴筝，音
相和兮悲且清”。 东汉时期的胡笳、筚篥、琵琶以

及胡人吹奏俑等音乐文物纷纷涌现，如东汉晚期的

密县打虎亭 ２ 号壁画墓中，就有 ２ 人跳胡旋舞、１ 胡

人吹胡笳的画像，江苏镇江农机学院东汉墓出土

的红陶奏乐俑有 １ 俑吹筚篥和 １ 俑弹奏琵琶，等
等。 丝绸之路的开辟，文化的交流、碰撞使得各民族

之间在音乐文化上的交融逐渐紧密，西域沿线的音

乐舞蹈、外来乐器等大量传入中国并广泛流行，促进

了汉代社会音乐生活的丰富繁荣，开启了中古时期

华夏与诸夷相互交融的音乐文化面貌。

四、结语

结合汉代墓葬出土的乐器资料以及历史文献的

记载，考察汉代制礼作乐的历程，可以发现，汉武帝

是汉代礼乐制度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武
帝将礼乐制度与大一统的帝国政治制度相结合，制
礼作乐的目的就是要确立天子独尊、君主专制的封

建等级秩序，礼的等级更加森严鲜明。 同时，汉武帝

定郊祀、扩乐府，广泛采集整理各地的民间音乐并创

作新曲，乐府在国家制度层面上打破了雅俗的界限，
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雅俗兼容、多元一体

的典型特征，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

历史性飞跃。 与此同时，这种积极开放、兼容并蓄、
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形成了一种纵横交流与开放融

合的发展模式，对后世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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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代墓葬出土乐器看汉代礼乐制度之演变


